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黄河八百年安流谁创造
□葛剑雄

新书摘
黄河是中华民族的母亲河。自古以来，黄河安澜就是人民安居乐业、

国家欣欣向荣的保证和象征。葛剑雄教授曾任复旦大学历史地理研究所
所长，是历史地理领域的专家，他师承谭其骧先生，多年来一直关注河流

文化领域，在最近出版的新书《黄河与中华文明》中阐述了河流与人类文明的关系，从理论角度为
黄河治理以及黄河的重要性提供了充分论证。

黄河固然历来多灾，但如果我
们把从战国筑堤以后的决溢改道
次数排列出来，却又会发现一个十
分惊人的现象：从东汉明帝十二年
(公元69年)王景治河以后，黄河竟
然有过相当长一段安流的时间。自
东汉到隋朝五百数十年间，见于历
史记载的河溢(河水溢出河堤，与
冲破河堤的决口不同)只有4次：东
汉、西晋各1次，三国魏2次。冲毁城
垣只有晋末1次。在唐朝近300年间，
黄河决、溢有16次，改道和河水冲
毁城池各1次。与前一阶段相比是
增加了，但灾情并不严重。如景福
二年(公元893年)这次改道只是在
海口段首尾数十里的小改道而已，
与西汉时的灾情不可同日而语。

是不是历史文献中有遗漏
呢？显然不可能。从东汉至唐末，
流传至今的各种史料非常丰富，
不少史料都能得到考古发掘和实
物的证实。

既然黄河曾经有过如此长时
期的安流，那就绝不是出于偶然。
找出其中的真正原因，对于总结历
史经验，规划今后对黄河的治理，
无疑具有极其重大的意义。

以往的学者基本都归功于王
景治导得法。但是关于王景治河的
唯一记录是《后汉书·王景传》，其
中所载治理的具体方法是33个字：

“商度地势，凿山阜，破砥绩，直截
沟涧，防遏冲要，疏决壅积，十里立
一水门，令更相洄注。”对这些方法
的解释尽管不尽相同，但显然没
有超出整治河床、修筑加固堤防、
兴建水门(水闸)这几方面。并且

《王景传》明确记载着工程实施的
范围是“自荥阳(今河南荥阳市东)
东至千乘(故城在今山东高青县旧
高苑镇北)”，时间是从夏天动工，当
年结束，出动的劳动力是数十万。
这样一次限于下游的治标性质的
工程，投入的人力、物力、时间也并
不算大，居然能使黄河维持八百年
安流，简直是不可思议的。如果下
游的工程防治真能起到那么大的
作用，元、明、清时的治河措施实在

不比王景的差，投入的人力物力不
知道要多几倍，为什么常常连80年
安流都办不到，而且决溢改道越来
越严重了呢？

也有的人从社会的治乱上寻
找原因，认为五代、北宋的黄河水
灾是由于五代时战祸的影响，金、
元、明的频繁决溢是宋金之间和金
元之间战争的破坏。但稍加分析也
难自圆其说，五代、宋金之际固然
是乱世，但魏晋南北朝处于分裂战
争状态的时间更长；唐朝真正稳定
的时间不过一百多年，明、清统一
并保持社会安定的时间比这更长。
为什么反映在黄河变迁的结果会
截然不同呢？

1962年，谭其骧先生提出，使黄
河在东汉以后出现长期安流的根
本原因是中游土地利用形式的改
变，大大减轻了水土流失的结果。
他的主要论据是：

黄河的洪水主要来自中游，河
水中的泥沙主要也来自中游，其中
又以晋陕峡谷流域和泾、渭、北洛
河上游地区关系最大。这一地区植
被保持的良好程度决定了水土流
失的严重程度，所以这一地区的土
地利用方式，即从事农耕还是畜
牧，是决定黄河下游安危的关键。

战国前该地区还是畜牧区，射
猎占有相当重要的地位，农业处
于次要地位。因此原始植被尚未
受到破坏，水土流失轻微。秦及西
汉时期，这一地区接受了大量外

来移民，至西汉末年当地人口已
达240万。这些人口基本从事农业
生产，为了获得耕地，必定要大量
清除原始植被，破坏表土。在当时
的生产条件下又不可能采取保持
水土的措施，只能导致水土流失
日益严重。

东汉期间，以畜牧为主的匈
奴、羌人大批迁入该区，而以农为
主的汉族人口急剧减少。反映在土
地利用上，必然是耕地面积相应缩
小，牧地相应扩大。这一改变就使
下游的洪水量和泥沙量也相应大
为减少，这是东汉时黄河安流的真
正原因。此后，由于民族矛盾尖锐，
汉族人口继续内移，少数民族人口
不断增加，黄河中游的西部演变为
纯牧区，长期较少变动。东部虽仍
有农业，但因汉族人口减少，农业
成分不高。所以尽管魏晋十六国时
代政治混乱，战争频繁，但黄河却
最平静。北魏以后，虽然这一地区
的汉族人口有了较大增加，农业成
分也有了明显的提高，但以牧业为
主的少数民族向农业转化速度很
慢，因此总的说来还是以牧为主或
半农半牧。水土流失虽已超过了魏
晋南北朝，但隋朝存在时间很短，
这一局面很快就结束了。

唐朝在安史之乱以前，在本区
设置郡县的范围虽比隋朝有所扩
大，如在今窟野河流域设置了麟州
及所辖3县，但实际人口却比隋朝
时少，即使是盛唐时也没有超过，

因此耕地面积不会比隋朝时多。另
一方面，朝廷设于本区的牧业机构
大大增加，仅陇右群牧使就辖有四
十八监，“东西约六百里，南北约四
百里”间适宜的牧地都归其所有。
陇东也有八坊，开元时有马数十万
匹。此外，夏州也设有群牧使，盐
州、岚州设有十三监。当时军队、
王侯将相外戚也大量畜养牛驼羊
马，牧场遍布各地。与东汉后相
比，农业人口已有增加，耕地面积
又有扩大，人类活动对下游河道
已经发生影响，开元年间黄河出现
了两次决口。但因总的人口规模并
没有超过隋朝，又存在大片牧地，
水土流失仍比较轻微，下游河患远
不如西汉那样严重。

安史之乱后，本区的实际人口
并无减少，逃避苛政暴政的农民利
用开垦荒地可在五年之中免税的
规定，期满后就弃耕旧地，另垦新
地，以至农业规模并未扩大，开垦范
围却不断增加。这种滥垦只能在原
来的牧场和弃地，包括坡地、丘陵地
或山地上进行，加上只图眼前的收
成，不顾长期后果，对水土的破坏往
往比正常的耕种更加厉害。陇右的
官办牧业机构不再恢复，原来的牧
地听任百姓开垦，留下的机构规模
已大大缩小。因此，除了河套和鄂
尔多斯地区以外，本区几乎已由农
牧兼营变为单纯的农业区了。

五代以后，唐朝后期已经存在
的尽可能扩大耕地的趋势继续发

展，随着政治中心和边防重心的东
移，官营牧场已迁至黄河下游和河
朔地区。在人口继续增加，封建剥
削又不可能减轻的情况下，农民为
了维持生存，只能采取广种薄收的
办法。在黄土高原和黄土丘陵地带
的粗放农业经营，很快引起了严重
的水土流失，肥力减退，单位面积
产量下降，沟壑迅速发育，塬地被
分割缩小，又使耕地面积日益缩
小。为了生存下去，农民不得不继
续开垦，终于使草原、林地、牧场和
陂泽洼地、丘陵坡地完全变成了耕
地，又逐渐成为沟壑陡坡和土阜，
到处是光秃秃的千沟万壑。当地农
民陷入了“越垦越穷，越穷越垦”的
恶性循环之中，而河水中的泥沙量
却越来越大，下游的河床也越填越
高，洪水越来越集中，黄河决溢改
道的祸害也越来越严重。

黄河下游八百年安流的创造
者既不是王景，也不是什么治水
专家或治天下的圣人，却是中游
变农为牧或农业人口减少、耕地
面积缩小的结果，虽然可能出乎
人们的意料之外，却给了我们深
刻的教训。无视大自然的规律，必
然招致大自然的报复，对黄河不
正是如此吗？

《黄河与中华文明》
葛剑雄 著
中华书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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